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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是近现代中国科学思潮传播的

勃兴与激荡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

有 79 种杂志以“科学”命名，进入宣传科学

潮流中的刊物有 400 种以上 [1]。五四先哲们积

极讨论科学的内涵与外延、全面审视科学的

社会功能、深入剖析科学精神、重视与探究

科学方法、探索科学的文化意蕴及影响、与

反科学思潮进行辩驳，他们对科学的多维透

视已达到“相当高的深度和水准”[2]。有研究

者认为，在 1915 至 1949 年间，中国的科学与

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科学—社会问

题域”，超越学科界域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和科学思想，持续地被用于中国传统文化检

讨、现实意义批判和未来社会构想 [3]。

这 一 时 期， 陈 独 秀 及 其 同 道 是 试 图 将

“科学”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并进而提出变革

方案的启蒙者，“思想先知”与“布道者”的

角色规定了他们科学观的共同基本内涵 [4]1210。 

在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他们所秉持的具体科

学观分别是什么？

观察既有研究，同为建党先驱，陈独秀

的科学观已得到一定关注，这自然有着客观

原因：陈独秀直接论述“科学”的文字更多

而且具有标志性，如他在 1915 年《新青年》

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将“科学的而非想

象的”标举为“六义”之一；在 1923 年作为

唯物史观派的代表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

战。郭颖颐批评其是“一种唯物论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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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建党先驱皆注重科学对社会的启蒙与改造作用。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科学观

有独特意涵。本文秉持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论，尝试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场域，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进

行归纳阐释，发现较之同辈群体，李大钊秉持一种能动的唯物史观，以对科学精神的信仰作为行动基础，

在辩证唯物论立场上倡导科学方法，并且他不止于观念认同，还用行动践履，其科学观具有知行合一的特

征。他将科学观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来崇尚，并将之运用于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提倡唯物立场的历史观

和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同时也未陷入唯科学主义迷思。这一观念增进了我们对科学理性精神的理解，为当

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启示：在理念上需要重视培育和倡导科学精神、建设求真务实的风气；在实践中

需要积极开展兼具问题意识与情感关怀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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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科学主义”[5]。汪晖认为陈独秀将科学视

为一种“准宗教信仰”，科学观存在从实证主

义到唯物主义的重要发展 [4]1211-1220。樊洪业则

主张存在一个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马

克思主义的倾斜轨迹 [6]。高力克提出唯物史观

强化了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信仰，反映出五四

知识分子的普遍迷思 [7]。对于这些问题，研究

者需要回到历史时空中，兼顾文本与实践进

行更为细致的考辨。

相形之下，目前关于李大钊科学观的研

究还较为薄弱，专题研究论文较少。陈瑞平

提出，整体而言，李大钊的科学观是辩证唯

物主义的先进科学观，具有三个要点：对科

学作用和意义的理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确

认科学是不断进步发展和进步的；强调科学

技术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时代产物 [8]。刘友古认

为李大钊主要从进化论和历史学两方面论述

科学，为其历史研究建立了根基，并且为他

走向唯物观确立了证据，因而，关于科学的

认识构成了他成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的逻辑基础 [9]。此两文有一定的开拓之

功。此外，在讨论陈独秀的科学观时，有研

究者会简单论及李大钊，将其作为例证之一，

以阐述陈独秀的科学概念及其运用方式对那

一时代知识分子具有普遍意义 [4]1221。此类研

究显示了建党先驱科学观的共相。

以《李大钊全集》收录的文章看，没有单

独成篇谈论科学的文章，这点与陈独秀不同，

时人认为陈独秀好谈科学。但李大钊对科学

也有独特的认知，如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辨

析，他明确强调科学有其界限，认为“科学

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用科学的方法去

研究，止（只）能到一定的程度为止，科学

所 不 及 的， 都 是 哲 学 的 事 了 ”[10]201-203； 主

张“吾人对于人生现象，有时只靠科学的说

明，不能满足，则进而求之于哲学，以期得

一比较普遍而根本的解决，这亦是自然的要

求”[10]563。可见，李大钊对科学功能持有限肯

定的态度；陈独秀则基本持绝对肯定的态度，

相信科学发展及其万能作用可以解决一切弊

病，主张“真能决疑，厥惟科学”[11]。因此，

关于建党先驱者的科学观，在既有基础上，

进一步的探索有必要“同中寻异”。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率

先在中国研究、传播唯物史观且将之运用到学

术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其突出贡献为“同时代

人难以企及”[12]。那么，其科学观是否具有独

特意涵？这一历史资源的当代价值何在？

理解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想，需要将之置

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

避免时代误置，从而能更准确地理解其意涵。

李大钊主张“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

境，有莫大的关系”，明确强调应在历史时空

中分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批评或采用

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

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13]23-24。因此，需要历

史地（historically）研究思想史，以更为准确

地呈现研究对象的思想本原之所在。秉持这

一方法论，本研究首先爬梳剔抉史料，然后

进行归纳阐释，以史料为立论基石，通过解

释形成框架。在具体研究中，尽可能“顺着”

看历史，注重事件发展的本来顺序，以避免

用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待前人的言行。

1 李大钊科学观的主要面向
“‘五四’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始于《新

青年》的初刊，而终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

战……这个时期，只不过八九年，但在中国

思想界中，已种下了无数革命的种子”[14]。 

1917 年入读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在李大钊的

引导与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 年

他加入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3 年

11 月，他在第 6 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中

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将其时思想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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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东方文化派”“科学方法派”和“唯物

史观派”。其中，科学方法派的代表是胡适、

丁文江、杨铨等，他们基本上均学过科学，

他们的态度为“第一步是怀疑，第二步是实

证（拿证据来）”，他们的主张是“自然科学

的宇宙观，机械类的人生观，进化论的历史

观，社会化的道德论”[15]。与之相较，唯物史

观派的中心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的不同之处

在于强调“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

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强调生产关

系的决定性作用是他们比科学方法派“尤为

彻底的所在”[15]。文中还进一步提出，东方文

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

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并且自认

“亦是相信唯物观之一人”[15]。李大钊的科学

观包括认知与实践两方面，以信仰科学精神、

倡导科学方法为核心，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立

场，个人特色颇为鲜明。

1.1 以对科学精神的信仰作为行动基础

1924 年 6 月，《清华学报》复刊，编辑部

将其宗旨阐释为“我们以为求学的态度，应

以诚实两字为标准：第一，要存一个谦抑的

心，然后实事求是，平心静气，来研究学问；

第二，要有科学的精神，然后求学的方法，

可以渐趋精确稳实，脱离虚浮的习惯”[16]。当

年 11 月，李大钊援引这段话批评其时的风

气，“近来不讲诚实的人太多了！个个自信力

太深，不能谦抑，更无所谓实事求是，那里

还能平心静气？至于科学的精神更不过口里

说，做的时候但求取巧趋易，走近路，绕便

道，求学然，做事亦然。这样的人遍中国皆

是，中国焉能不乱？”[17]。在他看来，学报虽

是谈学问的机关，但未必不能间接影响为人、

做事，对之寄予了“移风易俗”的期待——

“我们明知这是极迂缓的方法。但至诚能感金

石，我们向这条路走，也许顽石点头”[17]。这

一对科学精神的倡导，在李大钊的著述中早

有显现。其撰于 1918 年六七月间的《东西文

明之根本异点》一文，积极呼吁“吾青年”

应当突破东西畛域之见、种族血系之分，以

科学的精神与行动，推进对世界文明的改造，

“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

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

产业”，文中，他还进一步将科学精神解释为

“动的精神”和“进步的精神”，提出“一切

事物，无论其于遗袭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

加以验察而寻其真”[18]315。

更可贵的是，李大钊不仅将科学精神作

为个人信仰，还推动其成为团体主张，以打造

时代的风气。1918 年 6 月 25 日，李大钊拜访

从日本回国的曾琦，与他及王光祈等人商议少

年中国学会之事，提出“今日之研究学术，又

必须本科学的精神，方不致流于空疏”[19]464。

同年 6 月 30 日，该学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重要

会议在京南的岳云别墅召开，李大钊为发起者

之一，当时拟定的学会宗旨为“振作少年精

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

世风气”[20]19。经过一年的筹备，1919 年 7 月

1 日，少年中国学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根据

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将学会宗旨改定为“本

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服务，以创造少年中

国”[20]19。当时公布的修改原因是“词句较为

简洁”，其实前后宗旨的内涵已有相当大的差

异，有研究者指出，这显示出学会的构想已从

带有比较浓厚传统色彩的士子的“进德、治

学”，转变为“较具现代风格的知识精英的学

术和社会活动的松散组合”，明确提出了“科

学的精神”，与时代思潮相呼应，是这一转变

的重要内容 [20]19。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知

名的社会团体，吸纳众多的知识精英和青年领

袖，宗旨中标举“科学的精神”，在行动中也

积极实践，影响力不容低估。其相继创办的

《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在内容定位上均

注重科学，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后来回忆，学会

2024，19（2）：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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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盱衡时艰，触发问题，写为文章，先后

发行《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两种杂志，

风声所播，全国掀动”[20]41。

信仰科学精神是李大钊人生观的核心。

历时两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虽未

直接参与，但在 1924 年 5 月出版的《史学要

论》一书中对相关问题有所回应。他在该书

最后一节《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

影响》中，积极倡导秉持科学态度的、脚踏

实地的人生观。在他看来，“所谓科学的态度，

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此种态度

只要“薰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就可以

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

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

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若能在生活中

贯彻实践，求学则“真理可明”，作事则“功

业可就”[10]565。他还强调，这一“科学的态度”

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将是连接世界的过

去、现在与未来的重要纽带，“我们的将来，

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

来的”[10]567。在李大钊短暂而又壮阔的一生中，

求索真理、改造社会的行动是其成为先驱者

的关键，而他的行动以信仰科学精神为基础。

1.2 在辩证唯物论立场上倡导科学方法

1922 年 1 月 8 日，  《晨报副刊》发表李

大钊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今与古》。孔德

学校创立于 1917 年 12 月，是由蔡元培、李

石曾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

所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校名中的“孔德”

源自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

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旨在倡导其注重科学的精神。在此

次演讲中，李大钊批判中国怀古、崇古习气

的流行，分析其根由在于缺乏科学方法，“中

国人怀古的思想，比西洋人怀古的思想还要

盛。因为西洋科学早已发明。科学是在自然

界中找出‘一定’的法则，有如何的因，便

有如何的果。他们能用科学方法证其因果，

又能就古来的，而发明古来所未有的。这样，

古人的发明，都有明瞭的法则，都遗留给后

人，而今人却能于古人的发明以外，用科学

方法有所新发明”[10]15。这阐明了李大钊关于

科学的基本认知：科学是寻找“一定”的因果

法则，可以运用科学证明因果法则，可从已有

法则发明未有法则。换言之，对科学方法的重

视、探索与运用是科学的关键所在。据此，他

勉励学生破除怀古的迷思、负起创造的责任。

重视科学方法是李大钊史学理论的重要

特色。1923 年 9 月，《北京大学日刊》公布李

大钊负责北京大学史学系第四学年“史学思

想史”课程，课程主要内容是系统探究西方

近代思想的发展。开课时印发的讲义显示，他

在梳理鲍丹（Jean Bodin）、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韦 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孔道西（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 桑 西 门

（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

Simon）、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理楷

尔（Heinrich Rickert）等人的历史思想时，细

致考察了诸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

他在其中批评孟德斯鸠，认为他不能“发见

联接诸事实的普通法则”，太把法律看作“孤

立的事实”“独立的现象”以及“静止的与完

全的存在”，其相关思想只是简单地“并置”

而非“组织的、联结的”，因此只是“纯为勤

的蒐集与暗示之丰饶所积聚，非为科学的方

法所表明与集合者”[10]371-373。

标举科学方法可谓是当时社会的风气。

1919 年 9 月，少年中国学会决定与新中学会

联为“友会”。前者宗旨强调“本科学的精

神”，后者《会宪》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

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

为宗旨”[19]615。通观五四先哲关于“赛先生”

李大钊科学观的基本内涵及当代启示 <<< 吴    麟 科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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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述，大多皆注重对科学方法的探究。这

是当时科学话语共同体的一个主要论题。《科

学》杂志上发表过胡明复、任鸿隽等多位自

然科学家的相关论述。至于人文思想家群体，

他们也对科学方法有极大的热情，典型如胡

适，1922 年他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一

文中提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不

能不承认人类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大需要是

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21] 对于

这一时代风气，罗志田有敏锐的观察，他认

为较之当下，五四人论及科学更注意其“精

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

证唯物论”，又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

方法”[22]。

在此时潮中，李大钊对科学方法的倡导

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坚持辩证唯物论并且将其

显现于对历史理论的探究，反映出作为学者

的专业素养。史学研究为李大钊毕生学术志

趣所在，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对

其进行高度评价，认为他“是研究历史最有

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

的人”，当时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

观思潮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

河”[23]103。1920 年 12 月，他在《新青年》发

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

中 指 出， 唯 物 史 观 是 马 克 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

党宣言》中发见的“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

以科学方法为基础，“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

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

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

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

察”，而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

的”[13] 274-275，并且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观时，

非常强调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出一种

独具特色的能动的唯物史观 [24]。1919 年 8 月，

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文中指出，各国社会党遭遇很大危机的主

要原因是，“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

不能免的”，“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

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13]55，主张需要有

相当的准备活动，体现出对唯物史观中能动

因素的彰显。

在李大钊看来，以此种“重在关系”“综

合观察”的方法去分析，人类的社会生活乃

“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唯物

史观认为“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

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

件”[13]274-275，其与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解释

历史的方法。他进一步强调，历史解释的方

法不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对于读者的影

响亦大不同。旧的史学方法是全用“神学的

方法”，将所记载的一切历史事变都归之于

天命，唯物史观与之迥异。新旧方法的截然

不同，将会养成明显不同的人生观：一是在

社会本身之外寻社会情状的原因，将人当作

漂流于茫茫无涯荒海中的一只“无帆、无楫、

无罗盘针的弃舟”，从而给人以“怯懦无能的

人生观”[13]279；另一则将社会上的一切活动

与变迁皆归因为“人力所造”，在人类本身性

质之内寻求改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

力”，从而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13]279。

综上，较之同辈群体，李大钊的卓异之

处是在科学观中较为彻底地突出与运用了唯

物史观。信仰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

五四一代知识人的共同特征。在这一群体的

底色之上，李大钊的个体特色在于，以信仰

科学精神作为行动的基础，以辩证唯物论立

场倡导科学方法。在科学观方面，走向社会

改造行动，是其与大部分五四知识人的鲜明

区 别； 具 备 深 厚 专 业 学 养， 是 其 与 其 他 建

党先驱者的重要不同。具体而言，他秉持一

种能动的唯物史观，将科学精神内核阐释为

“动的精神”“进步的精神”，主张“启发科学

2024，19（2）：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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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以索真理”；提出科学方法的核心是

“证其因果”，强调通过“怀疑”与“尊据”

及“综合的观察”，寻求“发见联接诸事实的

普通法则”；更以其对历史的研究，主张“人

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

并将之运用于现实生活，倡导一种“奋发有

为”的人生观，在日常生活中贯彻“以求真

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的习性与态度。在将

科学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来信仰与崇尚的同

时，李大钊未陷入“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

义迷思，明确提出科学有其界限。整体上，

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科学观经历了从“器物科

学观”到“方法论科学观”再到“启蒙科学

观”的演化 [25]。扼要言之，李大钊的科学观，

基本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启蒙科学

观范畴，同时在理念上与实践上均鲜明地具

有能动的唯物史观意蕴，可谓群体共相与个

体殊相的有机结合。

2 李大钊科学观的重要实践
1947 年，李大钊殉难二十周年之际，学

者蔡尚思撰文悼念：“我现在以历史研究者的

态度，特作此文来纪念他。他最伟大的，有

三点：即思想的前进，应用的正确，实践的

勇敢，能够兼这三长的，在过去思想史上，

几乎只有李先生一个人。”[26] 李大钊毕生都在

进行有思想基础的行动，他在就义前撰成的

《狱中自述》中自我评判“实践其所信，励行

其所知”[27]。同一时代的张申府在追忆他时，

也强调其“思想的前进”与“行动的积极”[28]。

可见，实践是解读李大钊思想的一个重要维

度。其对科学观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积极倡导本着科学精神的社会调查；二

是基于科学信仰的政治批判。

“我国社会实地调查工作，自民国初年

方始发轫”[29]，社会实地调查发源于各大学，

逐渐推广至各机关团体。早在日本留学期间，

李大钊就注重通过社会调查以实现对事实的

掌握，参与发起中国财政经济学会。有感于

经济财政问题与国家命脉关系巨大，而中国

政府及多数士人又不懂“生计之竞争”，且研

究者很少，国计民生“愈久而愈弊”，该会

以“研究经济财政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

于中国”为宗旨，其所确定的主要职责之一

就是开展研究调查，其会员有甲、乙两种，

分别是责任会员和荣誉会员，前者共有 11 名，

需要承担学会义务和经费，李大钊即其中之

一 [30]。此后，改造社会的诉求与目标进一步

促进了他对社会调查的倡导与实践。

李大钊积极推动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第二

种刊物《少年世界》月刊，宗旨为注重实际调

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有别于会刊《少

年中国》所注重的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

粹科学。1920 年《少年中国》共发行 12 期，

开辟了“学校调查”“工人企业调查·工人生

活”“地方调查”等栏目，发表多篇关注实际

生活的调查文章。概括而言，在当时的历史语

境中，李大钊的社会调查活动有其鲜明特色，

他不仅亲自撰写基于调查实践或使用调查材料

的文章，如《青年厌世自杀问题》《唐山煤厂

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青年与农村》

《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等，还积极倡导青年

进行社会调查并且推动其文章面世，如让青年

在其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署名“光舞”

的《北京贫民的悲惨生活》，安排北京大学进

步学生前往唐山调查工人的劳动状况等。他的

调查主题涵盖都市、劳工、农村等多个社会问

题域，特别重视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他的

调查目标则与社会改造及革命行动紧密结合，

希望通过走进底层社会以寻求变革的路径。

批判衰朽政治是李大钊作为思想者与革

命者的重要实践，这不仅是其对政治立场的

选择使然，其科学观也是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量。出于对科学精神的信仰、对科学方法的

李大钊科学观的基本内涵及当代启示 <<< 吴    麟 科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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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他积极地批判与其观念相悖的政治人

物、事件、现象、思潮、制度等。如 1914 年

11 月，他在第四期《甲寅》上发表的《国情》

一文，率先批判了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的

“国情论”。李大钊所论证的重点除警告袁世

凯“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的国家利益之外，

更在于古德诺等人论述国情时缺乏求是精神，

因而与现实“扞格之处甚多”，“究属皮相之

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遥”[31]204。

对于“人民生计至艰，无参究政治之能力”

等奇论，他依据事实逐一批驳，指出此种所

谓的“国情论”是罔顾中国现实，主张应以

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科学地分析国情，“言国

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

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31]206。

观察李大钊坚定反对政治上尊孔、积极

参与非宗教运动等典型事件，可以发现，这

一系列政治批判实践，既是直接因应政治斗

争的需要，也与其对科学的信仰和对真理的

认知密切关联。1917 年，他反对北洋政府将

孔子之道写入宪法，认为这与真理相悖，提

出宇宙间的真理，“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

之境”[31]426，与其信孔子、信耶稣、信释迦，

“不如信真理”[31]427。这一基于科学信仰的政

治 批 判， 颇 得 时 人 称 赞。1917 年 2 月 2 日，

钱玄同在日记评论《真理》“其说甚正”[19]312。

1922 年发端的非宗教运动中，李大钊非常活

跃，进行了发起通电、起草宣言、发表演说、

撰写文章等实践，提出宗教是一种“廉价的

幻想”，妨碍人们对真理精神的彻底探求，依

赖宗教去解决所有问题，是“一种不承认科

学文明的态度”[10]81-82。在其思想脉络中考察，

诉诸科学话语进行非宗教运动，不只是一种

政治策略，亦出自他对科学的信仰，具有信

仰与策略的双重意涵。

综上，李大钊对科学精神的信仰、对科

学方法的倡导，不止于观念认同，更指向行

动践履，具有知行合一的特征。在对科学观

的实践中，他显现出对真理的积极追求。在

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 场 域 中， 科 学 是 作 为“ 价

值—信仰体系”的存在，推崇和倡导科学精

神成为时代之“风”。时人眼中，科学精神

的基本内核无外乎求是的态度和理性的观念，

其所指向的首先是真理 [32]。当时，科学话语

共同体往往表现出对真理的向往，李大钊更

是热切地对其肯定，不仅将追求真理作为核

心信仰，更积极付诸具体行动。1917 年 4 月，

他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真理之权威》，主

张“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18]148。

因而，发言必须坚持追求真理，“苟其言之确

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

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

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

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

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

承此社会”[18]147-148。为此，论事析理需要“查

（察）事之精”和“推论之正”二者交备，但

“尤以据乎事实为要”[18]148。可见，勇于实践

与忠于信仰是李大钊科学观的鲜明特色。

3 历史资源的当代启示
所谓“鉴往事，思来者”，是我们对历史

的重返，也是“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

有机融合，除纯粹的知识兴趣外，亦为现实关

切所驱动，我们应尽可能地发掘历史资源的现

代价值。李大钊的科学观以五四启蒙精神为基

调，以能动的唯物史观为特色，同时积极追求

践履笃行，是一份可贵的历史遗产。

对 于 建 设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李 大 钊 科 学

观的理念及其实践有何具体意义？现代化的

过程是一个科学理性逐步发展过程。在历史

进程中，人类对于如何正确处理自然、社会

和自身关系的态度及行为，逐步由朴素的科

学理性取向发展出明确、自觉的科学理性精

2024，19（2）：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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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中国自近代以来历经艰苦探索，中国式

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意味着“对科学理性精

神的高度尊重及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务实态

度”[33]。李大钊将科学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

来崇尚，并将之积极运用于学术研究与现实

生活，提倡唯物立场的历史观和奋发有为的

人生观，同时也未陷入唯科学主义迷思。这

一科学观以实事求是为内核，主张知行合一

的实践，增进了我们对科学理性精神的理解，

其最为重要的当代启示体现于两方面。

其一，在理念上应注重培育和倡导科学

精神，建设求真务实的风气。“由一个国家

民众的文化追求、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总体风

气”，可以称之为“风俗”[34]，风俗良莠关

乎国家治理，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李大

钊也相当注重风气的建设，在 1914 年撰成

的《论风俗》一文中，明确提出风俗的好坏

决定“国群”的兴亡、风俗之厚薄缘自人心

之所向等主张 [31]156-157。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我

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

追求真理”[35]。因而，需进一步培育公众的科

学精神，在日常实践中贯彻“尊疑”与“重

据”的科学态度，运用以辩证唯物论为核心

的科学方法，养成“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

声”的脚踏实地的习性，推进中国社会形成

求真务实的总体风气。

其 二， 在 实 践 中 需 要 积 极 开 展 兼 具 问

题意识与情感关怀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在

马克思主义脉络中备受推崇。恩格斯在亲身

观察和收集可靠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经典著

作《 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1ass in England，From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Authentic Sources）。 中 国 早

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心系民众的境遇，秉持科

学精神与实践态度，积极将改造社会的诉求

与调查研究行动密切结合，他们倡导的观念

和行动实践，是知识人转向革命者的有力中

介。在革命发展进程中，调查研究更成为重

要 的 革 命 方 法 论。1930 年 5 月， 毛 泽 东 在

《反对本本主义》的一文中，系统论述调查研

究问题，明确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认为调查犹如“十月怀胎”，解决问题

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并

且对调查技术进行了讨论，提出“要定调查

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

录”等要求 [36]。2023 年 3 月，党中央决定在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指出调查研究作为党的

“传家宝”，是应对新时代新征程前进路上的

风浪考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 [37]。

注重倡导与开展本着科学精神的社会调查，

是李大钊实践其科学观的重要方式，回顾其

具体历程可发现，他心系民众的境遇，高度

关注都市的底层、劳工与劳动、农村、农民

等多个社会问题域，并就人力车夫、自杀者、

煤矿工人、童工等突出群体的具体问题展开

细致探索，将个体境遇置于社会结构中考察，

以寻求改造社会的方案。调查研究应兼具问

题意识与情感关怀，这是其实践所留下的珍

贵历史遗产。我们应深入发掘这一历史资源，

关注基础基层，聚焦现实问题，突出求真求

实，着眼于当下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做好调查研究。

在现代性的构成中，除了国家、经济、

法律等制度性因素之外，“科学是最重要的现

代结构的构成要素”[38]。李大钊被誉为近现代

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家”，其贡献是“不只破

坏传统中国旧的思想，同时对于西洋思想亦

加以攻击，而建立一种系统的、深刻的、新

的思想”[23]28。科学观的建构与实践正是构成

这一贡献的重要部分。秉持唯物史观的基本

立场，信仰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并且

以之作为行动基础，是李大钊科学观的基本

李大钊科学观的基本内涵及当代启示 <<< 吴    麟 科普史



090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内涵，其探寻真理和改造社会的行动在很大

程度上是这一观念的展演。1940 年，在《新

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唯有科学的

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

放之路”[39]。对于当下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科

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依然无比重要。因而，

在理念上和实践中积极汲取李大钊的精神遗

产，有着内在的现实必要性与迫切性。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董光璧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465.
李醒民 . 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上）[J]. 学术界，2001(3)：16-31.
任定成 . 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对 1915-1949 年中国思想潮流的一种考察 [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2.
汪晖 .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科学话语共同体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郭颖颐 .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M]. 雷颐，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樊洪业 .“赛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科学社会史的考察 [J]. 历史研究，1989(3)：39-49.
高力克 .“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的科学主义宗教观 [J]. 史学月刊，2017(1)：89-97.
陈瑞平 . 革命先驱李大钊的科学观 [J]. 历史教学，1979(10)：12-15.
刘友古 . 论李大钊的科学认识观 [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1)：103-108.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陈独秀 . 陈独秀文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97.
王宪明，杨琥 .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 [J]. 学术交流，2016(7)：56-58.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何干之 .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12.
邓中夏 . 邓中夏全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90.
清华学报编辑部 . 引言 [J]. 清华学报，1924(1)：1.
守常 . 对于清华学报的希望 [J]. 清华周刊，1924(325)：6-7.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杨琥 . 李大钊年谱（上册）[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20.
吴小龙 . 少年中国学会研究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欧阳哲生 . 胡适文集第 3 册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2.
罗志田 .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J]. 近代史研究，2000(3)：59-
94.
郭湛波 .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李里峰 . 能动的唯物史观：李大钊“青春”意象与历史观念之再探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1)：
33-50.
段治文 .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三形态 [J]. 历史研究，1990(6)：111-122.
韩一德，王树棣 .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C].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5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1.
张申府 . 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 [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49.
孙本文 . 当代中国社会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21.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李大钊研究会 . 李大钊史事综录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33-136.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杨国荣 . 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7-118.
程美东，张蓝天 .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理性取向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5-16.
彭林 . 古人为何如此重视风俗 [N]. 光明日报，2020-04-25(10).
新华社 .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 第 二 十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 [EB/OL].（2022-10-25）[2023-09-16].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
content_5721685.htm.
毛泽东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1.
新华社 .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EB/OL].（2023-03-19）[2023-09-16].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3/19/content_5747463.htm.
刘小枫 .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03.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编辑  颜    燕    荆祎澜）

2024，19（2）：82-90



106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Basic Connotations of Li Dazhao’s View of Sci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Wu Li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Populariz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Beijing 100048）

Abstract：The pione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d the role of science in enlightening 
and transforming society. As one of the earliest Marxists in China，Li Dazhao had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science. This paper adopts a historical contextualist methodology，attempting to return to the context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it is 
found that，compared with his contemporaries，Li Dazhao adhered to ac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based his actions on a belief in the spirit of science，advocated scientific methods from a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standpoint，and practiced a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He revered the view of science as 
both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applying it to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life. He promoted 
a materialistic view of history and an enterprising outlook on life without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scientism. This perspective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provides 
contemporary insights for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emphasizing the cultivation and 
advocacy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a pragmatic ethos in ideology and actively conducting research with both 
problem awareness and emotional care in practice.
Keywords：Li Dazhao；view of science；scientific spirit；scientif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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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Films and Their Multiple Missions 
in 1950s China

Wang Jiangshan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

Abstract：In the 1950s，the rise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films in China established foundational creative 
principles with enduring influence，which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films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trac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ir emergence and analyz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archival materials. It is argued that the basic form and 
characteristic nature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films became gradually clear during this phase，mar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film industry in New China.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multiple 
missions assigned to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films by the state，which underwent transitions reflecting the 
era，from serving production practices to emphasizing scientific，ideological，and artistic aspects，and 
finally to serving political propaganda needs. These transitions profoundly embody the scientific views of 
China in the 1950s and reflect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fforts at that time，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Keywords：science and educational films；science popularization；science and educational film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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